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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海量信息如何影响跨期决策？基于注意资源的理论视角* 

李爱梅 1  车敬上 1  刘  楠 1  孙海龙 2  周  玮 1 

(1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632)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州 510420) 

摘  要  信息过少容易使人成为井底之蛙, 不利于做出高质量的决策; 那拥有更多信息是否就能做出更高质

量、有远见的决策呢？已有研究发现海量信息导致注意资源稀缺, 注意资源对跨期决策至关重要, 但海量信息

如何影响跨期决策的内在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基于注意资源的理论视角提出：海量信息加剧注意资源的稀

缺, 一方面当前信息捕获过多注意资源, 导致指向未来的注意资源减少, 造成模拟未来不清晰、预测未来不准

确, 意图形成减少; 另一方面增加对时间紧迫性的关注, 减少为长远未来做计划的意愿, 导致在跨期权衡中

更偏好近期选项。长期导向的特质可以使个体将注意聚焦于长远收益, 做出更有远见的决策。研究结果将科

学地解释海量信息影响跨期决策的内在机制, 并为进一步探讨助推海量信息环境下有远见的跨期决策提供理

论与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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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管理即决策, 决策必依赖信息。丰富的信息

有利于决策, 但是当信息过多, 决策者就容易陷

入信息迷雾或者信息泥沼中 , 造成决策绩效下

降、决策延迟, 甚至不做决策(Chernev et al., 2015; 

Roetzel, 2019)。目前, 研究者通常用“信息超载”

表征海量信息的状态, 研究发现信息超载会损害

人的认知能力, 如消耗注意资源、增加认知负荷、

减弱执行控制功能等 , 进而会损害决策 (车敬上 

等, 2019)。 

跨期决策是一种高级认知活动, 涉及对小而

近的结果和大而远的结果的权衡和选择(Frederick 

et al., 2002), 与人的健康、幸福和财富密切相关

(Thorstad & Wolff, 2018; 吴小菊 等, 2020)。在健

康、投资、环保等领域, 决策者通常要借助大量

信息进行决策, 如管理者在决定是投入研发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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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拓展市场时 , 需要考虑内外部环境的信息 ; 

投资者在海量的股票市场中进行选择, 需要面对

大量不确定的信息。处理过多信息使人的认知处

于超负荷状态, 个体会体验到更高的时间压力、

更大的不确定性; 而在这些情形下, 人的冲动性

会提高, 表现出对即时利益或者短期回报的偏好

(Bulley & Schacter, 2020), 这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也减少了长期收益。 

尽管现实中普遍感觉到海量信息对人的跨期

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探索海量信息对跨期

决策影响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 更没有确定的结

论。同样面对海量信息,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做出

有远见的决策, 而有的人却非常短视？是什么因

素造成了这种差异？这些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

的？鉴于海量信息和跨期决策的普遍, 探讨海量

信息如何影响跨期决策有助于理解其中的机制 , 

也有助于为助推有远见的跨期决策提供支撑。 

1.1  注意资源影响跨期决策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许多决策都是由注

意决定的。决策的理论模型也大都包含注意的机

制, 例如前景理论假定选择的价值与个体在多大

程度上关注决策中的变量有关 (Kahnem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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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ersky, 1979)。基于证据累积的决策模型的基本

思想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每个选项的证据都会

大量积累, 一旦为一个选项(相对于另一个选项)

积累了足够的证据, 就会做出决定, 如序列取样

模型(Forstmann et al., 2016; Krajbich, 2019), 注意

漂移扩散模型(Krajbich et al., 2010)等。在基于证

据累积的决策模型中, 证据也是通过对噪声的关

注累积起来的。基于注意的决策模型得到了认知

神经科学的支持(Hanks & Summerfield, 2017), 逐

渐被用来模拟基于价值或者基于偏好的决策

(Shadlen & Shohamy, 2016)。行为研究也表明凝视

一个选项增加了选择该选项的可能性, 因为凝视

会放大选项的价值, 而且相对于使用少量学习刺

激的任务, 在使用大量熟悉刺激的任务中这种放

大效应会更加明显(Smith & Krajbich, 2019)。当参

与者在由一系列回报组成的选项之间做出选择时, 

目标一致性信息的注意权重会增加, 而且这种注

意权重的大小预示着风险态度 (Glickman et al., 

2018)。 

跨期决策作为一种重要的决策也受到注意资

源的影响。一方面, 当注意资源总量减少, 人们更

容易屈服于即时诱惑。已有研究发现, 自我损耗

导致冲动性增加(Lin et al., 2020), 使人更不愿做

关于未来的计划(Sjåstad & Baumeister, 2018)。注

意视野短的人更容易成瘾(Petry et al., 1998)。另一

方面, 注意力聚焦的内容会影响跨期偏好。首先, 

人所关注的信息性质会影响跨期决策。关注与坚

持相关的信息使人更有耐心, 关注与诱惑相关的

信息使人缺乏耐心(Mann & Ward, 2007)。即使面

对当下价(value)的小损失, 如果能将注意聚焦在

小损失带来的值(worth)上, 人也更愿意舍得, 进

一步更有可能换来长远的收益 (Zheng et al., 

2019)。其次, 对跨期选项不同维度的关注影响跨

期偏好。如果个体更关注价值维度, 那么就会更

多地选择大而远的选项; 而如果更关注时间维度, 

那么就会偏好小而近的选项(Amasino et al., 2019), 

人们对即刻选项的注意偏差也可以预测冲动行为

(Franco-Watkins et al., 2016)。第三, 注意加工模式

能够影响跨期决策。基于眼动技术的研究发现 , 

相对于整合型搜索者, 比较型搜索者在决策时对

不同选项的特征进行比较, 他们对未来选项的折

扣更少, 而且比较型搜索者更容易受到加速和延

迟框架的影响(Reeck et al., 2017)。  

正因为注意对跨期决策的重要作用, 研究者

尝试通过操纵注意改变跨期决策偏好。首先, 将

注意指向未来的结果可以减少时间折扣, 让人更

有远见。研究表明情景预见通过改变对等待时间

的知觉影响跨期决策(王盼盼, 何嘉梅, 2020), 想

象未来情景能增加对跨期决策中未来选项的选择

(Peters & Büchel, 2010)。李爱梅等(2015)首次提出

了基于母性思维的长计远虑效应, 即怀孕女性更

加关注于后代的未来, 在跨期决策中更加偏好长

期的较大收益。通过政策信息助推(“为了给子孙

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和

捐款行为的助推(增加空气污染严重影响下一代

和婴幼儿的描述, 并且配有婴儿照片), 可以启动

被试的长计远虑思维, 提高对环保政策的支持力

度, 增加在捐款行为中的捐款比例和捐款金额(李

爱梅 等, 2018)。第二, 引导个体关注机会成本, 

即当提醒人们选择即时奖励意味着在未来没有奖

励时, 时间折扣就降低(Read et al., 2017; Shen et 

al., 2019)。第三, 通过凸显与长远收益相关的信息, 

能够促进长期回报。例如当凸显与健康有关的信

息 , 可以增加人的健康饮食行为 (Gustafson & 

Zeballos, 2020)。可见, 对注意的影响和操纵可能

是干预人们跨期决策行为的重要方式。 

1.2  海量信息消耗注意资源 

人们加工信息消耗的成本必然是注意资源 , 

信息的丰富造成了注意力的匮乏(Simon, 1971)。

研究表明只要同时出现两条信息, 注意资源就会

被共享(Verschooren et al., 2019)。有价值但与任务

无关刺激的出现会强有力地、持续地捕获注意资

源(Anderson et al., 2011)。当注意在信息之间切换

会出现注意残留, 再返回原来的任务时, 注意将

难以全部投入到任务中去(Leroy, 2009; Leroy & 

Glomb, 2018)。而且注意资源会被损耗, 如果一天

都在加工信息 , 认知控制能力就会下降(Blain et 

al., 2016)。在互联网环境下, 信息数量与信息质量

以及非主动性信息获取等耦合起来, 造成管理者

信息超载(Saxena & Lamest, 2018)。我们可以借助

互联网工具轻松获得更多信息, 但拥有海量信息

的潜在负面影响是, 人们不断地接触到潜在的分

散注意的通知(如新闻、消息、事件、社交网络等), 

所有这些通知都在争夺用户的即时注意(Persson, 

2018)。Hallowell (2005)用“注意缺陷症” (Attention 

Deficit Trait, ADT)来描述繁忙的办公室人员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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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意缺陷状态。可见, 只有在过多信息中有效

地分配注意才能做出好的决策(Kahneman, 1973)。 

此外, 多媒体工具的使用也加剧了注意资源

的损耗。多媒体是信息的重要载体, 在当前的互

联网环境下, 媒体多任务并行成为常态。研究发

现重度媒体多任务者更容易受到无关环境刺激和

记忆中无关表征的干扰(Ophir et al., 2009)。智能

手机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工具, 但是有研究发

现只要手机放在那里, 不管是否使用, 手机都会

自动地吸引注意并占用认知资源 (Ward et al., 

2017)。在智能手机上看到消息通知会使正在进行

的任务的绩效降低, 即使当时个人没有回应或与

智能手机互动。这可能是因为通知触发了与任务

无关的关于信息来源或内容的想法(Stothart et al., 

2015)。在工作情境中, 在线远程办公可能会占用

员工更多的资源 , 产生一系列消极后果 (霍伟伟 

等, 2020)。即使是在非工作情境中, 多媒体工具也

影响人的认知活动, 例如在购物时, 使用移动电

话做与购物无关的事儿, 会使消费者难以准确执

行购物计划, 并且增加计划外购物(Sciandra et al., 

2019)。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多媒体工具使用

的负面影响 (王笑天  等 , 2019; 何玉杰 , 余敬 , 

2020)。可见, 如何在互联网环境下管理注意以做

出好的决策 , 是研究者和员工共同关心的课题

(Birnholtz et al., 2017)。 

1.3  已有研究的不足 

已有研究探索了海量信息对注意资源的影响, 

也探索了注意对于跨期决策的重要作用。但对于

海量信息如何通过注意影响跨期决策, 尚缺乏系

统理解。而且, 尽管对于注意如何影响跨期决策

方面取得了进展, 但对于决策过程中什么因素驱

动注意却知之甚少。实际上我们不能忽略驱动注

意的因素, 哪些刺激会得到优先加工和被赋予更

大的权重对决策结果起着关键作用(黄元娜  等 , 

2017)。驱动注意优先加工某些信息可能是主动的, 

例如基于目标的信息搜索, 如寻找钥匙; 也可能

是被动的 , 例如由物理凸显性驱动的注意捕获 , 

如窗外突然传来噪声。信息数量可能会影响注意

资源的分配, 在两种选项中选择时, 人们的注意

会被吸引到更嘈杂、更突出的刺激上; 而在多种

选项中选择时, 注意会被吸引到更高价值的选项

上(Krajbich, 2019)。 

综上, 本项目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海

量信息如何影响跨期决策, 着重从注意资源的视

角开展, 尝试建立理论模型解释海量信息影响跨

期决策的注意机制。 

2  研究构想 

海量信息可能通过多种认知能力影响跨期决

策, 我们认为注意资源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主

要基于以下考虑：(1)加工信息消耗的是注意资源, 

(2)注意的选择功能决定什么信息被用于决策, (3)

注意对不同信息的关注影响决策结果, 跨期决策

的个体内和个体间差异很大一部分是由注意的差

异造成的, (4)了解注意的变化如何影响跨期决策

对助推或者训练注意力以做出有远见的选择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因此本研究拟基于注意资源的视

角, 通过 3 项子研究尝试回答海量信息如何通过注

意资源影响跨期决策, 最后尝试设计助推研究, 探

索如何运用信息助推方式助推有远见的跨期决策。 

2.1  研究 1：海量信息减少对未来的预期 

预期 (prospection)是跨期决策的关键认知过

程(Bulley et al., 2016; Bulley & Irish, 2018)。这种

在想象中体验未来结果的能力在目标导向的、有

目的的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Prabhakar et al., 

2016)。在心理上将自己置于未来情景中的过程已

经被证明可以减少冲动行为, 让人坚持长期追求, 

放弃 较小 的 短期 回报 (Bromberg et al., 2015, 

2017)。在金钱跨期任务中, 心理预先经历未来事

件或结果会降低成年人的冲动选择水平(Benoit et 

al., 2011; Mellis et al., 2019; Peters & Büchel, 

2010), 预 期 体 验 越 生 动 , 则 时 间 折 扣 越 小

(Ciaramelli et al., 2019)。可见, 预期在跨期决策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人对未来的预期减少, 将难以

做出有远见的跨期决策。 

由于认知偏差, 当下的负面信息更容易捕获

注意资源, 导致投入到预期的注意资源减少。首

先, 海量信息环境下, 注意更容易被负面信息所

捕获。对负面信息的关注是人类进化出来的本能, 

对负面信息的优先关注可以让人类规避风险, 更

有可能存活下来(Lejarraga et al., 2019)。即使在互

联网环境中, 负面信息依然更容易捕获人的注意

资源, 这可能是因为负面信息通常和消极情绪相

关联或者负面信息传递了更多信息(Acerbi, 2019)。

这也正是在互联网上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更容易

传播的原因之一。其次, 海量信息环境下, 注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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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更容易指向具体的信息。注意的基本机制之一

就是凸显的或者变化的事物更容易被注意到(Mrkva 

et al., 2020)。而未来的信息通常是抽象的、模糊

的。而且在互联网信息环境下, 当下具体鲜活的

信息尤为突出(Persson, 2018), 使得未来的信息更

容易被淹没。最后, 在海量信息环境中, 与已有信

念一致的信息更容易受到关注。人存在证实偏差, 

他们通常会寻找、接受和分享符合其价值观的信

息, 同时避免接触到相反的观点和世界观(Voinea 

et al., 2020)。提供给决策者的信息越多, 其信息搜

索的确认偏差就越大(Leung, 2020)。关于信息超

载的研究表明, 信息超载导致人们反复选择他们

已知的东西, 因此在加工信息的过程中, 自动地

对已有的信息赋予更多权重, 而忽略更多远端信

息(Eppler, 2015), 更少关注未来。 

此外, 互联网环境下的工作沟通方式也使当

下的信息更容易捕获注意资源。一方面, 人有信

息寻求倾向, 当出现新信息时, 注意就会被立即

吸引过去。例如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注意会立

即指向即时通讯或者回复 (Bromberg-Martin & 

Monosov, 2020)。另一方面人也会因担心错过而经

常去查看信息, 例如在工作场所的研究表明, 员

工会因为担心错过重要信息而过度检查电子邮件

(Servidio, 2019; Whelan et al., 2020)。人们期望发

出的每条消息或多或少都会被阅读和回应, 而且

这种期望已经被植入了工作场所规范中(Brown et 

al., 2014)。 

当个体的注意资源被当下的信息所捕获, 人

就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思考未来。研究表明 , 

当认知能力出现损伤 , 对未来的预期就会减少

(Bulley & Irish, 2018); 在资源损耗的时候, 会减

少对未来的计划(Sjåstad & Baumeister, 2018)。同

时, 在资源不足时, 人更倾向于使用启发式系统

的单维占优策略进行跨期决策(刘洪志 等, 2015; 

孙红月, 江程铭, 2016), 而海量信息使得注意资

源更容易聚焦于当下, 进而增加了选择近期选项

的可能性。综上, 我们提出： 

假设 1：环境中的信息量越大, 人们对未来的

预期越少。 

假设 2：环境中的信息量越大, 人们的时间折

扣越大。 

2.2  研究 2：海量信息影响跨期决策的注意机制 

当注意资源匮乏, 个体就需要考虑如何将有

限的注意资源进行重新分配(Neal et al., 2017)。研

究表明, 在资源损耗的情况下, 人会更多地从事

节约资源的活动(Cannon et al., 2019)。例如当领导

查看邮件消耗大量资源时, 会减少对难度较大的

变革型领导行为的关注, 增加对较容易的常规管

理行为的投入(Rosen et al., 2019)。在资源不足时, 

人在探索-利用权衡中会偏向利用行为, 因为利用

行为大多是在稳定的环境中, 任务相对具体和明

确(Jansen et al., 2006), 而探索行为大多是在动态

环境中(Benner & Tushman, 2003), 面对更多的不

确定性, 需要投入大量的个人资源(Garcia et al., 

2019)。当企业 CEO 的注意资源不足的时候, 就会

聚焦于容易处理的短期问题, 在决策时表现出短

期主义(Kleinknecht et al., 2020)。此外, 注意资源

稀缺会驱动注意资源优先分配到紧急的事务上 , 

这样就可以减少目标不一致, 同时也避免自我调

节失败(Muraven et al., 2006)。可见, 资源稀缺会

使人将注意资源投入到当下容易的活动中。 

跨期决策涉及当下和未来的权衡, 包含多种

认知活动。在与未来的权衡中, 表征可能的选择

及其后续结果是跨期决策的重要方面(Amasino et 

al., 2019), 需要对未来的选项进行模拟、预测

(Szpunar et al., 2014), 并对每一种结果进行价值

评估, 还要创建一个通往理想结果的路径(Bulley 

& Schacter, 2020)。构建未来事件涉及审慎的、缓

慢的和自我导向的过程(Schacter, 2012)。对未来的

思考需要从记忆中回忆起恰当的元素, 灵活地重

构或整合, 以达到一种新的心理表征或模拟, 创

造和发展计划(Schacter et al., 2008), 构建未来的

事件需要将注意聚焦在未来的情景上, 因此未来

思维需要执行功能的参与 (Baird et al., 2011; 

D’Argembeau et al., 2010; Miyake et al., 2000)。可

见与未来的权衡是消耗大量认知资源的活动。 

有研究者将未来思维分为模拟、预测、意图、

计划四种模式(Szpunar et al., 2014)。首先, 模拟是

指构建未来的详细心理表征。大量研究表明, 在

跨期决策时, 直接提示参与者模拟未来事件, 可

显著降低时间折扣, 这种效应已经得到了大量重

复验证(Rung & Madden, 2018)。从进化的角度来

看 , 想象未来的功能就是减少时间折扣 (Boyer, 

2008)。建构未来的过程比情景回忆过程需要更多

的资源 , 研究表明 , 与思考过去相比 , 进行未来

思考时大脑的默认网络激活更多 (Addis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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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Szpunar et al., 2007)。可见, 模拟真实或想

象的场景是一个需要较多认知资源的建设性过

程。而在海量信息环境下, 当下要处理的信息占

用了大量认知资源, 可能使得对未来的模拟出现

障碍, 无法清晰鲜活地模拟未来。因为模拟未来

需要将注意指向未来的情景, 当注意不能聚焦于

未来的情景时, 对未来的模拟将减少。因此我们

提出： 

假设 1：信息量越大, 对未来事件的模拟就越

少, 跨期决策的时间折扣就越大。 

假设 2：设置提示线索将注意指向未来, 可以

增加对未来事件的模拟, 进而降低时间折扣。 

其次, 预测是指对特定未来结果的可能性或

个人对特定未来结果的反应的估计。预期情绪是

一种重要的预测, 对预期情绪如何影响跨期决策

尚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当预期将来会体验恐惧

时, 消费者可能为了减少心理不适而提前体验负

性事件(Sun et al., 2020); 而当预期会有享受的体

验时, 也并不能减少快点体验消费好事物的渴望

(Hardisty & Weber, 2020)。但是, 对未来结果可能

性的预测如何影响跨期决策得出了较一致的结论, 

当人感觉获得未来结果的可能性较低时, 更倾向

于获得当下的回报(Hardisty & Pfeffer, 2017)。注

意会增加感知到的环境风险的严重性, 因为注意

会增加被注意风险的恐惧和独特性(Mrkva et al., 

2021), 而如果减少对风险的关注, 处在风险中心

的人感知到的风险也不高(Li et al., 2020)。在海量

信息环境下, 负面信息更容易得到人的关注, 可

能导致获得长期选项的感知可能性降低, 因而更

偏好近期选项。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 3：信息量越大, 人们感知到的获得长期选

项的可能性越低, 在跨期决策中更偏好近期选项。 

最后, 意图是指设定目标的心理活动, 而计

划是指识别和组织实现目标状态的步骤。绝大多

数关于未来思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情景未来

模拟上, 通常需要参与者有意地模拟在未来特定

时间段内可能发生或可能不发生的假想事件或场

景(Miloyan & McFarlane, 2019)。这种刻意的心理

模拟的实现, 是不需要与制定真正的计划、解决

未来问题或将其与任何其他类型的目标导向活动

联系起来的(Cole & Berntsen, 2016; Neroni et al., 

2016)。但是在生活中, 人的决策需要设定关于未

来的目标, 并设定步骤去实现目标。有些决策是

相对简单的, 例如看到冰箱没有牛奶了, 可能马

上决定在回家的路上买牛奶。类似这样的决策是

快速制定的, 不需要模拟备选方案, 也不需要思

考达成这个目标有什么潜在的障碍, 更不需要规

划可能的备选方案(Baumeister et al., 2016)。而另

一些建设性的、缓慢的、努力的过程, 可能是在

更复杂的情况下涉及的, 例如竞争、动机冲突、

或者是在为实现上级目标而对一系列行动做计划

的时候(Kvavilashvili & Ellis, 1996)。当人们自动

地思考未来时, 人们通常不是去模拟假设的场景, 

而是简单地思考即将发生的真实事件, 主要是考

虑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几小时或几天内他们需要

做什么(Berntsen, 2019)。可见,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所形成的大多数关于未来的思考, 其时间跨度通

常比较短, 一般是对未来的短期目标的计划和执

行。而对于长期目标的建构和规划是相对困难的, 

涉及建设性的、审慎的加工, 要付出较高的认知

努力, 需要消耗大量认知资源。当处理的信息量

过大, 造成注意资源的稀缺, 人就有可能对短期

目标和计划分配更多的注意, 因为这是更加紧急

的任务。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 4：加工的信息量越大, 人们对于未来的

意图就越少。 

假设 5：加工的信息量越大, 人们做计划的意

愿越低; 而且相对于短期计划, 人们对长期计划

的意愿减少的更多。 

2.3  研究 3：长期导向的调节作用 

具有某些特质的人更容易对抗分心干扰, 将

注意聚焦在长远目标上。例如高自我控制的人可

以减少对手机信号的即时反应倾向(Berger et al., 

2018)。理想主义者关注长远, 实用主义者关注不

远的将来, 而未来时间取向会缩小理想主义者和

实用主义者对于遥远未来决策的差异(Kogut et al., 

2017)。还有研究表明具有循环时间观的人更偏好

长期选项(徐岚 等, 2019)。此外, 坚毅的个体能够

保持对长远目标的热情和坚守 (Moen & Olsen, 

2020)。这些特质可能有助于帮助人保护注意或者

调节注意, 减少海量信息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长期导向既是一种人格特质 , 受到成长环

境、生活经历等因素的影响, 也可以通过引导注

意在短期内改变。长期导向会使人忽略当下的小

事件, 释放认知资源。而将注意从当前引导向长

期选项, 可以降低时间折扣(Radu et al., 2011)。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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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实验操纵被试进行指向未来的认知活动可以影

响其跨期偏好。例如让个体进行未来情景思考可

以减少时间折扣(Peters & Büchel, 2010; Shevorykin 

et al., 2019)。引导参与者思考未来可以减少 BMI

较高人群的不健康饮食(Chang et al., 2020)。冲动

行事的人没有充分考虑他们行为的长期结果, 因

为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眼前的回报, 而未来时间洞

察力减少冲动性等。可见, 长期导向能够调节注意

资源, 聚焦在长远的目标上, 基于此, 我们提出： 

假设 1：在海量信息环境下, 长期导向的人将

注意资源聚焦在长期回报上, 跨期决策的时间折

扣更小。 

2.4  研究 4：运用信息助推有远见的跨期决策 

任何决策都依赖于信息, 通过信息助推可以

有效地干预决策行为(何贵兵 等, 2018)。一方面, 

凸显特定信息能够达到干预决策行为的目的。例

如通过标签凸显规范性信息可以提高绿色产品的

消费(Demarque et al., 2015), 通过提高更健康选

项的可见度 , 如将健康食物排在选单的首位

(Dayan & Bar-Hillel, 2011), 在订单中凸显健康相

关的信息(Policastro et al., 2017), 将健康食物放

在收银台附近(Kroese et al., 2016), 生动地描述健

康食物(Wilson et al., 2016)等都可以提高对健康

食物的选择。 

另一方面, 通过减少决策成本也可以达到干

预决策行为的目的。在健康领域, 把健康食物放

在更容易选择或者消费的地方, 将健康食物作为

默认选项等都可以有效改善健康食物的摄入程

度。例如, 研究发现改变午餐室中获得水果的便

利性可以有效提高水果的摄入量(Greene et al.,  

 

2017), 将沙拉预先分装到盛有 200 克蔬菜的碗中

可以有效提高蔬菜的摄入量(Friis et al., 2017)。此

外, 通过减少信息或者简化选项也能达到干预决

策行为的目的。例如增加健康保险体系的透明度

并提供量身定制的信息可以减少注意分散, 帮助

个人做出更好的选择并减少他们的自付费用

(Kaufmann et al., 2018)。 

信息凸显和默认选项是对已有选择环境的简

单改变, 是与环境融为一体的, 因此被称为纯粹

助推(Carlsson et al., 2020)。纯粹助推旨在抵消简

单的不注意或懒惰, 相对于激发情绪的道德助推

能够产生更持久的效果。在跨期决策中, 通过凸

显与长期选项有关的信息 , 或者凸显价值维度 , 

将被试的注意聚焦于长期, 则个体将更有可能做

出有远见的决策(Amasino et al., 2019)。此外, 默

认选项是通过节约成本达到干预行为的方法, 将

长期选项设为默认, 不需要决策者付出过多决策

成本, 长期选项将更有可能被选择。综上, 通过信

息凸显和默认选项两种方式助推海量信息环境中

有远见的跨期决策, 将是卓有成效的方式。 

3  理论建构 

本研究基于注意资源的视角, 构建海量信息

影响跨期决策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首先, 海

量信息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注意资源稀缺。加工

信息消耗的必然是注意资源(Simon, 1971)。在互

联网信息环境中, 无关信息的干扰, 即时通知的

打扰, 多任务并行时任务转换的注意残留等都会

减少可用的注意资源, 导致注意资源更加稀缺(车

敬上 等, 2019)。 

 
 

图 1  海量信息影响跨期决策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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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注意资源通过影响对未来的预期影响

跨期决策。预期可以被划分为模拟、预测、意图

和计划四类(Szpunar et al., 2014), 而注意对四类

未来思维均有影响。对于模拟, 注意指向未来时, 

模拟的情景将更加清晰和生动 (Mrkva et al., 

2018)。对于预测 , 当注意被当下的信息所捕获 , 

对获得未来回报的可能性评估就降低; 而当注意

被导向未来, 感知到获得未来选项的可能性就会

增加。对于意图和计划, 当注意消耗的时候, 对未

来的意图会减少(Sjåstad & Baumeister, 2018), 所

做计划也更多是围绕短期的目标和行为(Berntsen, 

2019)。已有研究表明预期影响跨期决策(Bulley et 

al., 2016), 而在海量信息环境下, 注意资源的稀

缺加剧, 负面的、具体的、信念一致的信息更容

易捕获人的注意资源 , 导致对未来的预期减少 , 

在跨期决策时表现的短视。虽然人更容易关注近

期的信息, 但是利用注意的特征可以操纵人去关

注长远目标相关的信息(Parr & Friston, 2019), 那

么人就更可能获得自我控制(Laran, 2020), 从而助

推人做出有远见的跨期决策。 

最后, 长期导向会调节海量信息对跨期决策

的影响。在进行信息选择时, 长期导向的人更容

易关注与长期相关的信息, 因此减少了对近期相

关信息的注意偏差。而且, 当关注时间维度时, 长

期导向的人更侧重时间的价值累积作用而不是时

间折扣, 他们将注意放在长期的收益上(Kogut et 

al., 2017; O’Donnell et al., 2017)。在跨期决策中, 

长期导向一直是和对长期选项的选择联系在一起

的。如果组织或者个体将注意资源分配在未来 , 

即使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个体依然会做出有远

见的决策(Kim et al., 2019)。 

在互联网时代, 所有决策均受到海量信息的

影响。已有研究探究了海量信息对认知的影响以

及认知能力在跨期决策中的作用, 却鲜有研究探

讨海量信息影响跨期决策的机制。本研究从注意

这一关键因素出发, 首次直接建立海量信息与跨

期决策的联系, 一方面海量信息捕获了注意, 减

少了思考未来的注意资源, 造成对未来的预期减

少; 另一方面, 海量信息增加了对时间紧迫性的

关注。在研究方法上, 前人关于海量信息影响跨期

决策的研究范式几乎没有, 特别是在实验研究方

面缺乏有效的操纵, 难以得出因果关系。本项目综

合选择超载研究范式和多选项多属性研究范式探

索海量信息影响跨期决策的实验范式(Busemeyer 

et al., 2019; Gluth et al., 2018; Reutskaja et al., 

2018)。最后, 本项目为干预海量信息下的跨期决

策提供了新思路。从注意的角度出发, 无论是通

过注意特征设置环境进行助推, 还是进行注意力

训练, 都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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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massive information affect intertemporal choice?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attention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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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nagement School,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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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are prone to short-sighted and unable to make high-quality decisions when too little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At the meantime, too much information also backfires which go against far-sighted 

decisions. The literature has indicated too much information expends attentional resources which are 

detrimental for making far-sighted choice.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how massive information 

affects intertemporal decision-making remains unclear.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attentional 

resources, we propose that too much information exacerbate the consumption of attentional resources which 

leads to a preference for short-sighted choices and two reasons account for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massive information presented to us captures a lot of attention resources which lead to too little attention 

resources left for future relevant event. As a result, people fail to simulate and predict future accurately, and 

form less intention for the future. On the other hand, when there is too much information to process, people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urgency of the situation and are reluctant to plan for the long-term future. 

Meanwhile, we assume future-orientation buffers the adverse effect of massive information on intertemporal 

choice, by focusing individuals on long term benefits. The research shed light on how, why, and when 

massive information influence intertemporal choice,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sights for 

nudging foresighted decision in a massiv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Key words: massive information, intertemporal choice, foresight, attentional resources theory, nudge 


